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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赵子乐　林建浩　朱元冰

摘要：现有研究出口外溢的文献认为，企业之间的出口信息共享和出口费用分担可以促进出

口。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信息共享和费用分担往往嵌套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中。分布于闽、

粤、琼等省份的闽南语群体由于强烈的“海洋性”使得宗族组织泛化，普遍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姓氏

网络，克服了关系网络的可观测性和内生性问题。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闽南语区私人控

股企业为样本，发现企业的出口概率会随着“同姓”企业（即企业负责人姓氏相同）当中出口企业占

比的提升而提升。这表明存在基于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改变模型设定、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

分析均不改变结论。安慰剂检验表明，“异姓”之间、国有或外资企业的“同姓”之间均不存在出口外

溢。出口外溢在同一个行业大类里面不同行业小类之间发生，而不在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行业小类

内部发生。姓氏网络在城市层面而非作为“熟人社会”的县域层面发挥作用；且主要在缺乏出口经

验的企业、小企业、出口不太普遍的行业发挥作用。姓氏网络并未造成不同姓氏之间的出口机会不

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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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从微不足道的出口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中

国的出口？大量文献对中国出口的支撑因素进行探索，多数在传统的市场供求框架下进行分析，包

括比较优势、外资进入、贸易自由化、出口补贴、价格优势等，廖涵、谢靖（２０１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

述。近年来，越来越多文献从中国市场机制和政府制度的特殊性进行解释，包括要素市场扭曲、国内

市场分割、融资约束、社会诚信缺失、知识产权缺位等，然而极少有文献从社会文化（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角

度研究中国的出口①。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关系网络发达，这对于企业家的融资、创业、

国内贸易等具有重要影响。但出口贸易的对象为国外企业，国内关系网络还能否发挥作用？

国际贸易领域有大量文献证实了企业之间存在出口外溢效应（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Ｔａｎｇ，２０１４；Ｋａｍａｌ＆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即一个地区企业的出口会受到其他企业出口的正向影

响，而最主要的机制是共享国外市场信息，其次是出口费用的共同分担（包括推广、销售、配送渠道的

共享等）。信息交换以及费用分担需要双方具有一定的信任，但中国人的信任模式以“特殊信任”为

主，即信任主要发生在有一定“关系”的人之间，而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企业之

间的出口外溢可能需要依托社会网络这一载体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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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社会网络这一载体在技术上有两大困难：一是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属于敏感信息，很难观

测到，现有文献一般都是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二是社会网络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严重，人们结成社

会网络很可能是因为具有共同的特征，例如兴趣、品味、性格等不可观测因素，使得社会网络的影响

与共同特征的影响难以区分。为了解决社会网络变量的可观测性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一种特殊

的社会网络———闽南方言区的城市姓氏网络，即同一个地级市范围内同姓人群所结成的社会网络作

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是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泛化的产物。

在方言学当中，广义上的闽南方言包括闽南话、潮汕话、海南话、黎话、海话等，集中分布在福建

东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南部、广东西部的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在港澳台及东南亚也有数量庞大的

使用者，人数超过六千万，闽南方言人群在人类学上经常被称为“福佬族群”。闽南方言区普遍存在

同姓人员在没有确切血缘关系情况下结成姓氏网络的现象，这是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泛化的

结果，与福佬族群的“海洋性”有密切关联（赵子乐、林建浩，２０１９）。福佬族群分散分布，但几乎都是

在滨海地区，具有“逐海而居”的特征，这在中国的方言族群中是绝无仅有的。“海洋性”使福佬人的

宗族文化发生巨大变异，明代“倭寇之乱”和清代“迁海复界”对福佬社会造成重大冲击，传统的以血

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合同式”宗族形态，这种宗族形态以姓氏相同、没

有确切血缘关系、散居各地为特征；“倭寇之乱”又导致宗族组织的军事化，到清代及民国时期流行同

姓宗族结盟与异姓械斗，进一步强化同姓人群的社会和情感联系。此外，福佬地区的华侨华人、归

侨、侨眷数量与本地居民人口相当，“侨乡”属性非常明显，福佬人在海外大量建立了只求同姓不问血

缘的“宗亲会”组织，并带动中国大陆的福佬人大量建立同类组织。这三种因素共同导致福佬地区没

有确切血缘关系的同姓人员被联结起来，形成姓氏网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难得样本。并且福

佬人本身在商业领域有着特殊重要性，“海洋性”使其经商传统浓厚，在２０１７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前

１００名的富豪当中约四分之一是福佬人，是中国商界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现有的国际贸易文献只关注到地理范围与出口外溢的关

联，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可能是出口外溢的重要载体，本文补充了这一内容。第二，经济

学文献关注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亲属、同乡、同学、同事等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以亲缘关系或共

同的生活区域、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为基础，即有着真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姓氏网络与这些常规的社

会网络都不同，属于人类学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本文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三，在技术

上，本文以姓氏网络为突破口较好地克服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可观测性和内生性难题，企业家的姓氏

是公开信息，又是先天给定的，外生性很强（马光荣、杨恩艳，２０１１），这有可能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研究宗族和姓氏的经济学文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传统文化作

用的重新认识以及微观调查数据的完善，很多文献发现宗族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民间融资以及村庄

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马光荣、杨恩艳，２０１１；林建浩等，２０１６）。一些文献更关注宗族能

否与“现代化”进程相容，在城镇化过程、现代金融体系运作、现代工商业发展中发挥作用。陈斌开、

陈思宇（２０１８）关注宗族文化能否帮助移民在城镇就业，发现其可以帮助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但在

高端服务业难以发挥作用；郭云南、姚洋（２０１３）发现宗族网络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但其作用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周群力、丁骋骋（２０１３）发现，宗族网络在正规金融中仍能发挥作用，帮

助宗族成员获得更好的信用评级。在创业方面，Ｐｅｎｇ（２００４）基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数据，发现宗

族有利于农村企业的发展，认为其机制是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保护私有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因

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宗族的作用会弱化；阮荣平、郑风田（２０１２）发现，到了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

２００５年，宗族网络的产权保护效应已不甚明显，其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仍十分突出，

总体上抑制了乡村企业发展；张川川、李涛（２０１５）发现宗族可以帮助个体创业，但仅限于初级的个体

工商业活动，对于私营企业活动没有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宗族的作用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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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变为抑制。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发现宗族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依然能发挥一定正面作用，但作用有

限，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其负面作用可能日渐突出。现有文献没有注意到的是，宗族虽然是传统

社会的产物，但其组织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佬地区合同式宗族以及宗亲会组织的兴起，便是传

统宗族在明清时期军事因素冲击以及近现代全球化浪潮下作出适应与变革的产物。一旦考虑到宗

族文化本身的可塑性，则宗族文化有更大的可能与现代经济相容。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宗族文化在适

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异、泛化以后，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这与上述文献都不相同。

宗族属于血缘网络，而超越血缘关系的姓氏网络极少有经济学文献关注，仅有个别文献在公司

治理框架下研究姓氏的作用。潘越等（２０２０）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同姓（已排除家庭成员同姓的情

况）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其机制在于董事长的宗族观念以及宗族

关系网络的非正式约束；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发现董事的同姓现象会降低公司价值；Ｄｕ（２０１７）发现ＣＥＯ

与审计师同姓会增加财务舞弊的可能。本文与这些文献有明显不同。现有文献关注的是个别人士

是否同姓，本文关注的是大范围的姓氏网络；现有文献关注的是企业内部或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

间的同姓现象，本文关注的是同行企业之间的同姓现象；本文研究的是出口外溢而不是公司治理。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关于企业出口外溢效应的文献。大量文献表明，出口外溢效应不仅

存在于发达国家（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也存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Ｔａｎｇ，２０１４；Ｋａｍａｌ＆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现有文献对出口外溢的机制做了非常

详细的逻辑分析，几乎一致认为首要的机制在于企业之间的信息分享，卖家之间会分享出口市场信

息以及其他相关知识（Ａｉｔｋ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卖家还可能向国际买家分享其他卖家

的信息（Ｋａｍａｌ＆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其次，卖家之间可以共同分担出口相关费用，例如共用推广渠

道、销售渠道、报关行、集装箱等，参与出口的企业越多则出口费用越低（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Ｋａｍａｌ＆

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其他影响渠道还包括：企业的出口行为向其他企业发送了出口市场需求旺盛的

信号，诱使其他企业参与出口（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Ｔａｎｇ，２０１４）；部分企业出口

业务的开展，会促进与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出口服务部门的发展，增加出口专业人才的

供应，这都有利于其他企业出口（Ａｉｔｋ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还有少量文献从产

业关联角度进行机制分析（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这些文献都是研究一定区域范围之内的出

口外溢。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最主要机制的信息共享和费用分担，都需要双方具有一定的信任。在

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地域上的邻近并不必然产生信任，通常需要依托关系网络这一载体才能更充分

地建立信任关系，这是现有文献普遍忽略的。

与本文相关的最后一类文献是研究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文献（Ｈ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４；蒙英华等，

２０１５），主要从促进契约的跨国执行以及信息的跨国传播两个角度研究社会网络的作用。现有文献

关注的社会网络基本都是跨国移民网络或者跨国族群网络，这种网络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十分

直观的。本文研究的则是一个城市之内的姓氏网络，研究发现这种本地化的网络同样能够促进国际

贸易。另外，这类研究当中使用企业层面数据的文献非常少（Ｈ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４），本文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三、社会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社会历史背景

传统的宗族一般居住在同一村庄之内，共同的姓氏背后是共同的父系祖先，因此，村庄的同姓人

结成紧密的社会网络。至于姓氏的作用超越了村庄范围，成为连接较大区域内没有确切血缘关系人

员的纽带，则属于传统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的泛化。这与福佬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明代“倭寇之乱”以及清代“迁海复界”令福佬地区宗族形态发生较大变异，新的宗族形态成为血

缘关系不确切、地域上分散的同姓人员联合体。在“倭寇之乱”中，作为传统宗族组织核心的士绅遭

到大规模屠戮或者逃亡异乡；清政府在收复台湾过程中，为了切断郑氏政权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往来，

颁布“迁海令”强迫沿海数十里范围内的居民迁往内地，直到收复台湾以后才“复界”允许居民回到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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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居住，这一过程瓦解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倭寇之乱”和“迁海复界”对传统宗族组织造成沉重

打击，在重建宗族的过程中，人们采用了组织松散、容易“速成”的宗族形态即合同式宗族，这种宗族

由姓氏相同但没有确切血缘关系的人员“拼凑”而成。清中叶以后，普遍出现了由散居数十个村落的

同姓人员组成合同式宗族的情况（郑振满，１９９２）。“倭寇之乱”和“迁海复界”对福佬地区冲击特别

大，这与福佬族群的“海洋性”密不可分（赵子乐、林建浩，２０１９）。首先，如上文所述，福佬族群是中国

唯一具有“逐海而居”特征的方言族群，其居住地普遍受到冲击；其次，福佬地区的人主导了从宋元时

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海上贸易（赵子乐、林建浩，２０１９），导致福佬地区成为“倭寇”袭击的重

点区域（Ｋｕｎｇ＆ Ｍａ，２０１４）；再次，台湾郑氏政权的骨干是福佬人，相应地，清政府在福佬地区实施

“迁海令”的力度异常大（马楚坚，１９９４）。因此，这两次冲击对福佬社会的影响特别严重，合同式宗族

异常流行。

福佬地区的姓氏械斗强化了同姓人员之间的社会与情感联系。明清以来东南地区流行乡族械

斗，其中以福佬地区最为严重，这与“倭寇之乱”以来宗族组织的武装化有关（郑振满，２００９）。明末以

来，乡族械斗更多地表现为多个宗族结为同姓宗族联盟与其他宗族联盟械斗，常常牵连数十个乡、跨

越县界，这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郑振满，２００９）。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福佬人较多的区域仍存在

大规模的同姓宗族联盟械斗（刘小京，１９９３）。历史上有过械斗的姓氏之间，至今仍存在对抗意识和

心理隔阂，这促使当代的同姓人员结社以增强本姓氏的势力（陈夏晗，２０１５）。

在海外福佬人的示范带动下，福佬地区产生了大量“宗亲会”社团，成为联系同姓但没有血缘关

系人士的纽带。按照各省侨务部门的资料，福佬地区的华侨华人、归侨及侨眷数量大体上与本地居

民人口相当（此外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一千多万福佬人），这远高于东南沿海其他方言族群①。海外华

人流行建立“宗亲会”社团，其特征是不要求会员有确切的血缘关系只要求同姓，其数量在菲律宾、新

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超过一百、两百、三百和四千（杨志刚，１９９６；潘宏立，２０００；潘少红，２０１０）。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侨乡”的福佬地区在海外宗亲会的示范带动和支持下，宗亲会组织迅速发展，例

如泉州地区获得政府承认的宗亲会就有一百个左右（潘宏立，２０００）。宗亲会有着明显的经济交流合

作功能，在合作投资、建立销售网络、业务转介、社会关系共享和调解经济纠纷等方面为商人提供帮

助（陈夏晗，２０１５）。

（二）理论假说

姓氏网络之所以可能产生出口外溢，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潜在渠道进行的：第一，信息分享。与

出口相关的信息（例如国外市场需求、国外竞争状况、国外市场的规定和标准等），有可能从出口企业

溢出到其他企业（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Ｋａｍａｌ＆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人们

建立合同式宗族和宗亲会的主要目的就包括商业合作（钱杭，２００１；潘少红，２０１０；陈夏晗，２０１５），与

出口相关的信息很可能通过姓氏网络传播。第二，费用分担。现有文献认为新的出口商可以通过与

已有的出口商共用推广渠道、销售渠道、海外服务中心、报关行等方法分担出口费用（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Ｋａｍａｌ＆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这些费用的分担属于较为深度的商业合作，需要双方较强的信

任，合同式宗族和宗亲会为商人之间相互了解、重复博弈提供了平台，同姓企业家较容易建立信任关

系。这为分担出口费用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一个姓氏网络当中的出口企业越多，企业可能越容

易获得出口相关信息、分担出口费用，从事出口的概率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企业从事出口的概率随着姓氏网络当中出口企业占比的提高而提高。

四、数据与模型

本文的数据来自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覆盖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

销售额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是研究非上市企业最常用的数据库。在公开可得的非上市企业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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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便是以华侨华人数量众多著称的粤语族群，其华侨华人占比也不到福佬族群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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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该数据库应该是唯一披露了企业负责人姓名的数据库，这对于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由于

本文所用数据较旧，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在今天仍有意义。事实上，２００７年以后

闽南方言区姓氏网络的联系功能比２００７年以前更强①，姓氏文化活动也更加活跃②。因此姓氏网络

的作用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并没有减弱而是增强，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下

文特意对姓氏网络作用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姓氏网络对出口格局的影响只是曾经在“入世”的

冲击下有所下降，但２００４年开始便保持稳定，这也表明姓氏网络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时间持续性。

本文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截取福佬地区的数据，覆盖了泉州、漳州、厦门、汕头、潮州、揭阳、

汕尾、湛江、海口和三亚等地区③，跨越三个省份。本文研究主题属于企业家个人特征对于企业的影

响，所以选择个人控股企业作为样本。从逻辑上讲，这些企业的决策更容易受到企业家个人特征的

影响，后文将使用国有控股以及外资控股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参照谢千里等（２００８）的方法进

行样本筛选：（１）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企业；（２）剔除总资产、固定资产总额为零或负值的企业；（３）剔

除营业收入低于５００万元或员工人数小于８人的企业；（４）剔除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企业，即总资产

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总额或流动资产，或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最终保留１１３４９个观测

值。本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犻狋 ＝β０＋β１·犛狌狉狀犪犿犲犻狋－１＋犡′犻狋－１γ＋λ犮＋μ狋＋ε犻狋 （１）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本年度是否有出口（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有出口则取值１，否则取值０。由

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

核心解释变量为上年度本市本行业“同姓”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犛狌狉狀犪犿犲），即上年度本市本

行业“同姓”企业当中有多大比例的企业有出口。本文所谓“同姓”是指企业负责人具有相同的姓氏。

犡是控制变量集合。首先要考虑的是，犛狌狉狀犪犿犲是基于同地域同行业定义的“同姓”变量，也包

含了区域和行业的信息。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本文加入上年本市本行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犆犻狋狔），这捕捉了城市内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共性。为了更细致地控制区域因素的影响，本文还控制

上年本县区本行业企业当中出口企业的比例（犆狅狌狀狋狔）。这是因为不同县的姓氏结构常常有明显差

异，有可能在同一个城市之内某个姓氏较集中在某个县，而另一个姓氏较集中在另一个县。因此，同

姓人可能有相对更高的概率来自同一个县，犛狌狉狀犪犿犲便可能包含了县域层面的信息。为了控制一县

之内企业的共性，本文控制犆狅狌狀狋狔。上文所谓“本行业”均指二位数代码行业（即行业大类），之所以

选择行业大类作为计算口径，是因为厂商很容易知道同一个行业大类之内其他行业小类（即四位数

代码行业）的信息，其销售推广渠道也很可能是相通的。例如，棉纺厂的客户很大可能也会采购毛纺

制品，棉纺厂也很容易知道毛纺业的市场信息，因此，棉纺厂与毛纺厂有可能交流信息或者相互介绍

客户，出口外溢会发生在整个行业大类之内。作为对比，下文还会呈现使用行业小类作为统计口径

时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计算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犻狋狔以及犆狅狌狀狋狔时，均把本企业排除在外。

另一个重要控制变量是企业上年度是否有出口（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现有文献普遍使用上年度是

否有出口来衡量企业是否已经支付过出口固定成本（包括获取出口相关信息、建立海外销售推广渠

道等等）。可以预期，如果企业本身有出口经验、已经支付过出口固定成本，那么对姓氏网络的依赖

会下降。因此必须控制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以免高估姓氏网络的作用。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控制了劳动生产率对数（Ｌｎ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工

—８７—

①

②

③

自２００７年开始，高规格、得到官方有力支持的“海峡百姓论坛”基本每年举办一次，２０１０年以后，潮汕各姓氏宗

亲联谊大会以及泉州市姓氏文化交流协会相继成立，标志着姓氏网络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２００７年以后出版的姓氏志书远多于２００７年以前。作者所知的闽南方言区的１１部姓氏志

书中，仅有３部为２００７年及以前出版，其他８部均为２００７年以后出版。

浙江温州以及广东惠州也有不少福佬人，但在当地不属于主体族群，因此，未纳入样本。



业增加值①除以员工人数再取对数）、以总资产对数衡量的企业规模（Ｌｎ犃狊狊犲狋，总资产对数）、资本密

度对数（Ｌｎ犆犐，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员工人数再取对数）、人均工资对数（Ｌｎ犠犪犵犲，应付工资与应付福

利之和除以员工人数再取对数）、境外股份占比（犉狅狉犲犻犵狀，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之和占总资本比

例），以上变量均滞后一期。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年龄（犃犵犲，样本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最后，由

于样本期内各个年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外生冲击，本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μ狋；姓氏网络与地域文

化（例如当地宗族文化的发达程度）也有密切关系，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λ犮。表１提供了重要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重要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企业是否出口（是则取１，否则取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８

本市本行业“同姓”企业当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３３

本市本行业企业当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２１

本县区本行业企业当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２９

劳动生产率（千元／人） ７８ ４８ １２７

资本密度（千元／人） ６８ ３０ １８４

总资产（千元） ２４９８６ １０５２８ ５７９０１

平均工资（千元／人） １８ １４ １６

境外股份占比 ０．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５５８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福佬地区会不会有大量企业家来自其他方言区且没有加入当地姓氏网络？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提供企业家籍贯信息，但可以从企业家姓氏构成进行推断。不同方言区的

姓氏构成有很大区别。例如，闽语区三大姓分别为陈、林、黄，其中，陈姓、黄姓在闽语区占比是在全

国汉族占比的三倍，林姓更达到六倍以上（杜若甫、袁义达，１９９３）。假如福佬地区有较大比例企业家

来自其他方言区，那么企业家姓氏构成会与当地户籍人口姓氏构成有较大差异。本文把福佬城市在

２００５年人口普查中的户籍人口姓氏构成与同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家姓氏构成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６５，可见福佬地区企业家是以福佬人为主。

五、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２呈现了基准回归结果，由于本文充分考虑同区域同行业企业的共通性，本文使用城市－行

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计算ｚ值，允许同城市且同行业企业的扰动项相关。第（１）列不引入任何控制

变量，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显著为正。第（２）列加入除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以外的控制变量，

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保持显著且系数变化不大。第（３）列则控制了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三个关

键变量，此时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明显下降，但仍然保持高度显著，反映了犛狌狉狀犪犿犲确实包含了部分地

缘、业缘信息。第（４）列包括所有控制变量，与第（３）列相比，第（４）列中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犔．

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水平变化都很小（犛狌狉狀犪犿犲系数的ｐ值为０．０１２）。

第（４）列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远小于犆狅狌狀狋狔 的系数，这无疑是合理的，

犆狅狌狀狋狔综合反映了地域因素和行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自然远远高于姓氏网络的影响。在控制了

犆狅狌狀狋狔以后，犆犻狋狔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样本企业主要在县区层面呈现出区域趋同性。犔．犲狓狆狅狉狋＿

犱狌犿的系数很大且高度显著，反映了由于存在出口固定成本，企业的出口决策有着较强的延续性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Ｔｙｂｏｕｔ，１９９７）。Ｌｎ犆犐的系数显著为负，Ｌｎ犃狊狊犲狋和Ｌｎ犠犪犵犲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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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０４年的工业增加值指标缺失，采用刘小玄、李双杰（２００８）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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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的结果一致。由于基准回归当中犆犻狋狔的系数不显著，下文主要报告犛狌狉狀犪犿犲以及犆狅狌狀

狋狔、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结果，犆犻狋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不再报告。

表２　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１．３１５８１

（９．５６）

１．０３５８７

（８．５９）

０．２１９５５

（２．６０）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犆犻狋狔
０．０９５６３

（０．３７）

０．０８０３１

（０．３４）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８５５６８

（４．０３）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３１１６８

（２６．５２）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Ｌｎ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０．０５５４４

（－２．０１）

０．０２０４１

（０．９３）

Ｌｎ犆犐
－０．５６６７９

（－１６．７９）

－０．２６６７９

（－１０．８８）

Ｌｎ犃狊狊犲狋
０．３８１３１

（１０．５０）

０．２１０５１

（８．５４）

Ｌｎ犠犪犵犲
０．３２１１３

（５．０９）

０．１３６０８

（２．９２）

犉狅狉犲犻犵狀
０．２０６７９

（１．１８）

－０．１２２６１

（－０．６４）

犃犵犲
－０．０００６０

（－１．４２）
－０．００１２０

（－２．９４）

时间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１１３４９ １１３４９ １１３４９

　　注：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城市－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计算所得的ｚ值。省略常数项估计结果，、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出口外溢的动机

上文认为同姓企业之间的出口外溢是因为企业家之间共享信息以及通过共享销售推广渠道分

担出口费用，这属于出口企业主动产生外溢。但出口外溢有可能导致其他企业与自己在出口市场上

竞争，那么，企业为什么愿意让外溢发生呢？

站在企业家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一方面，信息的共享通常是双向的，企业在

分享自己信息的同时可以从其他企业身上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而费用的分担则可以帮助本企业降低

成本，这是出口外溢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其他企业通过出口外溢获得国外市场信息和降低出口

费用，有可能在出口市场上与本企业竞争，损害本企业的利益，这是出口外溢带来的成本。因此，可

以推断，如果两个企业属于同一个行业大类但不属于同一个行业小类（例如棉纺业与毛纺业），那么

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但又很有可能知道对方行业的信息或者可以共用销售、推广、配送渠

道，企业会比较乐意进行信息交流和渠道共享。相反，同一个行业小类的企业属于直接竞争对手，信

息与渠道的分享都会谨慎得多，出口外溢会很弱甚至不存在。基准回归是根据行业大类口径进行分

析的，表３第（２）列的结果显示，如果把行业口径缩小到四位数代码行业（即行业小类），那么犛狌狉

狀犪犿犲的系数完全不显著，并且很接近于零。这证实了上文的推断。表３的结果说明，姓氏网络的出

口外溢并不是在同一个行业小类之内发生的，而是同一个行业大类之内不同行业小类之间的外溢，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企业出口外溢的动机问题。

—０８—



表３　不同行业口径下的出口外溢

（１） （２）

基准回归 四位数代码行业口径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０．０００３０

（－０．９５）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０．６５５６５

（３．９９）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２．０６２５７

（１９．２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８２０１

　　

（三）姓氏网络的作用范围

前文在城市范围内构建姓氏变量，那么，姓氏网络在县域范围内作用如何？这一问题关系到对

姓氏网络基本作用的认识。众所周知，“县”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各类关系网络十分发达并且具备

有力的现实基础作为支撑，例如同乡网络（基于共同生活区域）、同学网络（基于共同求学经历）、宗族

和亲戚网络（基于血缘或婚姻关系）、同事网络（基于共同工作经历）。相反，姓氏网络缺乏有力的现

实基础作为支撑。即便同姓人员主观上认同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一般也是远古的名人（例如比干之

于林姓、谢安之于谢姓、张良之于张姓），缺乏事实的支持，属于人类学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因

此，姓氏网络明显弱于上述几种网络。假如姓氏在县域范围内仍能发挥作用，则说明在“县”这样的

熟人社会当中，同乡、宗族及亲戚、同学、同事等网络仍有力所不逮之处，作为弱关系网络的姓氏网络

起到补充作用。相反，如果姓氏仅仅在城市层面发挥作用，这说明姓氏网络并不是在熟人社会起补

充性作用，而是当合作范围需要超越熟人社会（县域）的范围，熟人社会种种网络的地域局限性充分

暴露之后，人们需要姓氏网络这种弱关系网络来发挥作用。

本文参照犛狌狉狀犪犿犲的构建方法，建立县区－行业层面上的姓氏网络变量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重新进

行回归。表４的结果表明，当不控制犛狌狉狀犪犿犲时，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显著性较低；一

旦控制了犛狌狉狀犪犿犲，则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的系数不再显著，并且系数大幅度下降到接近于零①。这表明，

姓氏网络主要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县域层面发挥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现有文献表明，人们建立超血

缘的姓氏网络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现实利益需要尽可能地扩大社会网络范围（钱杭，２００１），无论是合同

式宗族还是宗亲会都倾向于在较大范围内（例如古代的“府”和现代的地级市等）建立姓氏网络（郑振满，

１９９２；潘宏立，２０００）。在县域范围内，同乡、宗族及亲戚、同学、同事等网络十分发达并且具备深厚的现

表４　姓氏网络的作用范围

（１） （２） （３）

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
０．１７５９５

（１．７０）

０．０２２１０

（０．１８）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０．２９９５５

（２．１９）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１．００９０３

（５．１６）

１．０６５７３

（５．６１）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２．１９２１２

（２２．１６）

２．１９１８１

（２２．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８５９７ ８５９７

　　注：第（２）（３）列样本量小于第（１）列，是因为部分企业在本县区范围内没有同姓企业，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值缺失，

样本被舍去。

—１８—

赵子乐等：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①犛狌狉狀犪犿犲与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狅狌狀狋狔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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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作为支撑，姓氏网络这种弱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然而，对同乡、宗族及亲戚、同学、同

事等网络而言，深厚的现实基础（共同的生活空间、父系祖先、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等）既造就了较强的关

系，但也决定了关系网络的地域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相反，姓氏网络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既使得

其关系较弱，但也使得其地域范围容易扩大。因此，在古代的“府”或现代的地级市这样大的范围内，姓

氏网络的作用才能真正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姓氏网络视为“超越熟人社会的网络”。

（四）排除“同祖效应”

本文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无法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但企业的出口决策有可能受到企业固

定效应的影响，如果犛狌狉狀犪犿犲变量与企业固定效应相关，则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犛狌狉狀犪犿犲变量与

企业固定效应发生关联的可能渠道有两个：一是因为区域及行业的共性而产生相关性，这一因素已

得到控制。二是同姓人员之间的共性，同姓企业家有一定概率有着共同祖先，共同的祖先可能留下

了共同的行为特征并传承至今，使得企业出口决策有相似性，可称之为“同祖效应”。此时基准回归

结果反映的未必就是外溢效应，而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出口决策的相似性。为了尽量排除“同祖效应”

的可能性，本文集中考察大姓企业家。大姓人口众多，支派非常庞杂，同姓者同宗的概率很低。并且

大姓的人群即便源自同一祖宗，其共同祖宗通常要追溯到唐宋时期甚至更早（林殿阁，２００７；林永平，

２０１０）①，在经历上千年历史以后还传承着特定祖宗行为特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大姓属于比

较“干净”的样本。如果在大姓人口，尤其是支派较多的大姓人口当中仍能复制基准回归的结果，那

么就能较好地排除“同祖效应”。大部分样本城市都没有系统性的姓氏统计数据，但福佬族群发源于

闽南的漳州和泉州（谢重光，２００１），两地的姓氏结构在福佬族群当中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文根据

漳州和泉州的人口姓氏统计数据筛选出漳泉地区前２０大姓②，表５第（２）列呈现了前２０大姓的回归

结果。为了得到更“干净”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剔除支派相对较少的姓氏，根据林殿阁（２００７）和林永

平（２０１０）剔除姓氏的主体人口分属于五个以下支派的姓氏，保留陈、黄、王、吴、李、杨、蔡、刘、许、苏、

曾和郭等１２个姓氏的样本，结果如第（３）列所示。可以看到，在基本排除“同祖效应”以后犛狌狉狀犪犿犲

的系数继续显著为正，系数甚至比基准回归更大，基准回归的结论得到加强。

表５　大姓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样本范围 全样本 前２０大姓 前２０大姓中的多支派姓氏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０．２４４０７

（２．２０）

０．３２５０１

（２．５５）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０．７６７０１

（４．０３）

０．８２６４９

（３．２０）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２．２８１５２

（２７．８４）

２．２２６９５

（２５．４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９３４３ ６８１２

　　

六、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一）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无法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为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影响，稳健性检

—２８—

①

②

反过来说，祖宗很早进入当地，才能够通过很多代的繁衍形成大姓。今天闽语区最大的几个姓氏都是“八姓入

闽”的姓氏，即属于福建史上接受的第一批大规模中原汉人移民（“永嘉之乱”的南迁汉人）的主要姓氏。

漳州数据来自林殿阁（２００７），泉州数据由泉州市统计局发布，见《泉州版“百家姓”排行榜陈林黄姓氏排在前三

名》（ｈｔｔｐ：／／ｆｊ．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ｓ／２０１４－０６－２７／０９３８６０５５６．ｈｔｍｌ）。



验首先把因变量改为企业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之比①（犈狓狆狅狉狋＿狉犪狋犻狅），此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本

文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表６第（２）列结果表明，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与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第（３）列则依旧使用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作为因变量，但改用面板ｌｏｇｉｔ模型控制固定效

应，犛狌狉狀犪犿犲以及犆狅狌狀狋狔的结果也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犛狌狉狀犪犿犲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样

本量大幅度减少有关；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系数变成负值，这是因为面板ｌｏｇｉｔ模型在回归过程中自动

舍弃各年的出口虚拟变量相同的企业样本，因此，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系数为负。本文还在舍去犔．犲狓

狆狅狉狋＿犱狌犿以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第（４）列所示。

表６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因变量 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犈狓狆狅狉狋＿狉犪狋犻狅 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犈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回归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
固定效应

面板模型

固定效应

面板ｌｏｇｉｔ

固定效应

面板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０．０３５６８

（２．４５）

０．６６８７６

（１．９１）

０．６４９７３

（１．８７）

０．７０１６６

（１．６６）

犆犻狋狔
０．０８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０３０１４

（－０．７９）

－１．０９２８１

（－１．３４）

－１．０３８２８

（－１．２８）

－０．５０１１１

（－１．２９）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０．１０１６７

（４．３０）

１．７８１２９

（３．３７）

１．４９７６３

（２．９２）

０．７６８２２

（２．５９）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０．０２２８５

（－２．４１）

－０．３４４３０

（－２．６０）

２．２３４３８

（３９．１３）

其他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ａｌｄＴｅｓｔ ３．７１

ｐ值 ０．２９４３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１１３４９ １６３３ １６３３ １１３３０

　　

（二）内生性问题

如前文所述，姓氏变量的外生性很强，不少文献还用姓氏来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马光荣、

杨恩艳，２０１１）。但本文需要考虑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出口外溢是双向的，同姓企业的

出口会对本企业产生外溢效应，本企业的出口也会对同姓企业产生外溢效应，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变量也存

在类似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上年本市同行同姓企业的资本密度均值对数（Ｌｎ犆犐＿犛狌狉狀犪犿犲）、上年本

市同行企业的资本密度均值对数（Ｌｎ犆犐＿犆犻狋狔）、上年本县区同行企业的资本密度均值对数（Ｌｎ犆犐＿

犆狅狌狀狋狔）作为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的工具变量。表２结果表明，资本密度对于出口决策有高度显

著的影响，三个潜在内生变量与三个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也较大，犛狌狉狀犪犿犲与Ｌｎ犆犐＿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犻狋狔

与Ｌｎ犆犐＿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与Ｌｎ犆犐＿犆狅狌狀狋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９、－０．６６和－０．５８。

在排他性约束方面，企业之间不会共享资产，因此，其他企业的资本密度不会直接影响本企业资本

密度。但资本密度反映了企业资本的丰裕程度，这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不同企业的投融

资决策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例如企业之间的借款和商业信用、共同投资等），那么其他企业的资本密度便

有可能影响本企业的投融资进而影响出口。为此，本文检验工具变量对于投融资的影响。在融资方

面，现有文献普遍关注的是企业的利息支出和商业信用，本文分别使用利息支出占总资产之比（犔狅犪狀＿

狉犪狋犻狅）、应付账款占销售额之比（犃狆＿狉犪狋犻狅）来刻画企业融资；在投资方面，本文使用企业长短期投资之和

占总资产比例（犐狀狏犲狊狋＿狉犪狋犻狅）来刻画企业投资②。表７结果显示，三个工具变量对企业投融资没有显著影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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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更常用的指标为出口额占销售额之比，即出口密度，但２００４年的企业销售额指标缺失，此处全部年份都使用

工业总产值来代替销售额，在本文样本中两者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９６２。

在控制变量方面，最重要的是企业自身的资本密度对数，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工业总产值对数、利润率（总利润

与总资产之比）、外资股份占比、企业年龄等与投融资密切相关的变量，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城市虚拟变量、年份虚拟

变量等常规变量，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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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文还需要考虑工具变量会否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排除本企业的出口影响到其他企业的出口并进一

步影响其资本密度的可能。为此，本文检验企业出口对自身资本密度的影响，以资本密度对数为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企业是否出口①，发现企业出口并不影响资本密度（结果从略），可以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

表７　排他性约束检验

（１） （２） （３）

犔狅犪狀＿狉犪狋犻狅 犃狆＿狉犪狋犻狅 犐狀狏犲狊狋＿狉犪狋犻狅

Ｌｎ犆犐＿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００００２

（－１．３８）

０．００４３５

（０．８５）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４１）

Ｌｎ犆犐＿犆犻狋狔
－０．００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２４５５

（１．４６）

０．００３９６

（１．２６）

Ｌｎ犆犐＿犆狅狌狀狋狔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０２３６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３２

（－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１４ ７７８９ ９１７０

　　注：各列样本量不同是因为部分年份的商业信用和投资数据缺失。

表６第（５）列呈现了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采用的是 Ｎｅｗｅｙ两阶段估计方法。可以看到，

犆狅狌狀狋狔和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结果均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犆犻狋狔的系数始终不显著，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

继续显著并且比基准回归大。因此，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一致。然而，Ｗａｌｄ外生性

检验并不能拒绝犛狌狉狀犪犿犲、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三个自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假设。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因为在

本文的模型设定下，犛狌狉狀犪犿犲以及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都是滞后一期的变量，企业本期出口不会影响这些

变量，只能通过过去的出口与他们发生关联，但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已经被控制，因此基准回归并不存在

明显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基准回归的结果而非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

（三）安慰剂检验

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后，本文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显著为正，是否真的反映

了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在控制了犆犻狋狔和犆狅狌狀狋狔的前提下，如果只有“同姓”之间有额外的外溢

效应，而“异姓”之间没有，则可以判断姓氏网络在出口外溢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相反，假如随意两个姓

氏之间都有外溢效应，这就说明企业之间还是存在普遍性的、不以姓氏网络为前提的出口外溢，那么

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只是对这种普遍性出口外溢的反映，而不能说明姓氏网络有特殊作用。

因此，本文检验“异姓”之间是否存在出口外溢，作为安慰剂检验。然而，本文样本企业的负责人

共有１３１种姓氏，如果对两两之间的外溢效应逐一检验的话，需要进行１７０３０次回归，这既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因为在这１３１个姓氏中，超过一百个姓氏的样本量在５０以下，这样的“小姓”企业要对

其他企业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就很困难，进行安慰剂检验的意义不大。相反，“大姓”企业数量众多，

比较容易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本文主要检验“大姓”企业能否对其他企业产生外溢效应，被解释变

量与控制变量不变，核心解释变量为上年度本市本行业“大姓”企业中出口企业的占比（犅犻犵犛狌狉狀犪犿犲），

样本范围为非“大姓”企业。表８显示，无论把“大姓”定义为本文样本的前３大姓、前５大姓、前１０大姓

还是前２０大姓，犅犻犵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均不显著，即“大姓”不会对其他姓氏产生出口外溢。相反，犆狅狌狀狋狔

和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的系数一直高度显著，并且系数大小比较稳定，与基准回归结果接近。

基准回归的样本范围限制在私人控股企业。其逻辑在于：外资企业本身就拥有国外市场信息并

且嵌入了国外的商业网络，因此，不太需要通过国内的姓氏网络来获取国外市场的信息或分担费用；

国有企业有着政府的支持，有较多手段克服出口障碍，也无须依赖姓氏网络。本文分别使用国有控

股企业和外资控股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表９显示，在外资企业分组中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

—４８—

①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以主营业务收入对数衡量）、总利润对数、企业年龄、年份虚拟变量等，采用固定效应

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只有基准回归的１／１０且不显著；在国有企业分组中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不显著且为负值。安慰剂检验

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这进一步增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表８　安慰剂检验：“异姓”企业之间的出口外溢

（１） （２） （３） （４）

前３大姓 前５大姓 前１０大姓 前２０大姓

犅犻犵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４８０９

（１．０４）

０．０６５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４６２７

（－０．４８）

０．６８０２３

（０．９７）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９９０２８

（４．８０）

１．１０８９０

（５．４７）

１．１６９０３

（５．０５）

１．０７０３０

（３．４６）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１００９

（２２．６４）

２．２２７６５

（２３．５２）

２．２０１２１

（１９．９７）

２．１８５２６

（１２．８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３９４ ５８７２ ３５０５ １７２１

表９　安慰剂检验：外资及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基准回归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２１３３５

（２．５２）

０．０２１５５

（０．３７）

－０．２７６６６

（－１．１２）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７９９７４

（４．３２）

０．５３５４１

（５．０６）

０．６７５１３

（１．９０）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２５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２．０９９８５

（２３．６３）

３．２８８０４

（１７．８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３４９ １４０６９ １１０１

　　

七、姓氏网络作用的变化趋势

（一）企业层面的变化趋势

前文发现了姓氏网络存在出口外溢效应，如果企业家所属的姓氏网络当中出口企业的比例较高

则本企业占有较好的出口机会。由于企业家难以改变自己的姓氏，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家出口机会

的不平等。那么，姓氏之间的不平等会慢慢弱化，还是会愈发加剧呢？本部分关注姓氏网络作用大

小的变化趋势。首先关注的是，在企业层面，姓氏网络的影响是长期不变的，还是具有阶段性？

姓氏网络带来的出口外溢，主要是在企业缺乏出口经验时发挥作用，还是在企业有了出口经验

之后依然能发挥作用呢？按现有文献的普遍观点，有出口经验的企业已经获得了出口目的国市场信

息、建立起销售推广渠道，这不但可以实现当期的出口，还能帮助后续的出口。有出口经验的企业可

以依靠自己已有的信息和渠道继续从事出口，对姓氏网络的依赖程度应该较低，姓氏网络的作用应

该较小。表１０第（１）（２）列根据企业上年是否出口进行分组回归。犛狌狉狀犪犿犲在“上年无出口”分组中

的系数更大，并且在５％水平上显著，而在“上年有出口”分组则不显著，表明姓氏网络更多地在企业

还没有出口经验时发挥作用，姓氏网络的作用具有阶段性。

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克服出口障碍的能力也不相同。大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信息来源丰富，商

业网络广泛，容易赢得客户信任，比较容易克服出口障碍，对姓氏网络的依赖性应该较低。反之，小

企业的依赖程度应该更高。表１０第（３）列在回归中加入企业总资产（犃狊狊犲狋）与各个自变量的交叉项。

结果表明，犃狊狊犲狋·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受姓氏网络影响越小。这印证了

上文的逻辑推断。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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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姓氏网络作用的调节因素

（１） （２） （３） （４）

上年有出口 上年无出口 全样本 全样本

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１８３４２

（１．３１）
０．２３３９２

（２．４０）

０．２８８８１

（２．７４）

０．６１７３９

（３．７６）

犆狅狌狀狋狔
０．９０１８５

（５．０２）

０．８９７９３

（３．０１）

０．８７２８５

（４．３５）

０．５８８０３

（１．８９）

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
２．１３９６０

（２５．４１）

２．７７４７８

（１９．８４）

犃狊狊犲狋·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００３３８

（－１．８９）

犆犻狋狔·犛狌狉狀犪犿犲
－０．８３６２７

（－２．３３）

其他交叉变量 否 否 是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１５３ ７１２９ １１３４９ １１３４３

　　

除了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市场开拓具有阶段性，行业的发展也具有阶段性。中国诸多行业的大规

模出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多年增长才达到庞大的规模。姓氏网络在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

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当行业内企业出口并不普遍时，相应的贸易中介或贸易公司较少，劳动力市场

上掌握了出口信息或渠道的人员同样较少，企业难以通过常规性方法获得出口信息或渠道，对姓氏

网络的依赖应该较深。相反，当行业当中已有大量企业出口时，其他企业很容易通过“挖人”或通过

贸易中介、贸易公司实现出口（Ａｉｔｋ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ｈｏｑｕｅｔｔｅ＆ Ｍｅｉｎｅｎ，２０１４），对姓氏网络的依赖程

度应该较低。表１０第（４）列加入了犆犻狋狔（上年本市本行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与各个自变量的

交叉项。结果表明，犆犻狋狔·犛狌狉狀犪犿犲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姓氏网络主要是在行业的出口还不普遍

时发挥作用。综合表１０各列的结果，姓氏网络作用的阶段性较明显，有着“起步期扶持”的特征，主

要在缺乏出口经验的企业、小企业、出口不太普遍的行业当中发挥作用。

（二）姓氏层面的变化趋势

本文还关注姓氏层面的变化趋势。前文发现，企业出口的概率会随着本姓氏内出口企业占比的

提高而提高，这在没有出口经验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那么，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假如某个姓

氏的出口企业占比（记作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①）初始值较高，那么尚无出口的企业也会因外溢效应而有

较高概率在下一阶段从事出口，导致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提升较快，并进一步提升再下一阶段企业出

口概率，如此循环往复。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初始值较低的姓氏则与此相反。这意味着两类姓氏出口

倾向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出口越来越集中在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初始值高的姓氏，他们形成“先发优

势”，导致出口机会的“姓氏不平等”。

然而，也有力量推动出口机会的“姓氏均等化”趋势。在早期阶段，有很多企业本身条件适合出

口但受制于贸易壁垒难以真正实现出口，只有少数企业能出口，譬如１９９８年各个城市－行业组合内

的出口企业数量中位数仅为１５家，出口业务集中在少数企业、少数姓氏手中，出口机会的“姓氏不平

等”特别突出。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贸易壁垒大幅度减少，很多“新姓氏”加入出口，推动了出口机会

的“姓氏均等化”。并且，早期阶段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较低的姓氏，在新阶段的出口（指拓展边际）增

长幅度会更大。因为在那些早期阶段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较高的姓氏当中，本身条件适合出口的企

业很多早已实现出口了，在新阶段的增长会相对弱一些。反之，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初始值低的姓氏在

新阶段的增长幅度更大，具有“后发优势”。

—６８—

①具体地，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是指在一个“城市－行业－姓氏”分组当中出口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其计算方法

与犛狌狉狀犪犿犲略有不同，本文在计算犛狌狉狀犪犿犲时把企业自身排除在外，计算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时不需要如此，因此在同

一个“城市－行业－姓氏”分组内，不同企业的犛狌狉狀犪犿犲值可能略有差异，而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是相同的。



为了检验“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本文检验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的“存量”

对“增量”的影响。因变量为本期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与上一期的差额（犛狌狉狀犪犿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犲），核心解释

变量为上一期的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记作犔．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基准回归方程

的设定，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犔．犲狓狆狅狉狋＿犱狌犿、Ｌｎ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Ｌｎ犆犐、Ｌｎ犃狊狊犲狋、Ｌｎ犠犪犵犲、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犵犲等都

可能影响企业是否出口，从而影响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那么这些变量的年度变化就可能影响犛狌狉狀犪犿犲

＿犻狀犮狉犲犪狊犲。因此，本文控制了这些变量本期均值（按“城市－行业－姓氏”分组计算均值）与上期均值

之差，此外还控制了年份和城市虚拟变量，使用ＯＬＳ模型回归并使用城市－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计算ｔ值。表１１第（１）列显示，上一期的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越大则其增长幅度越小。但第（１）列的

回归是把每个企业都视为单独的观测值，这意味着企业数量较多的“城市－行业－姓氏”组合对回归

结果有更大影响。第（２）列在每个“城市－行业－姓氏”组合中只保留一个观测值，其结果与第（１）列

一致。表１１表明，“后发优势”占主导地位，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初始值低的姓氏会逐渐赶上。既然如

此，行业的出口应该不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姓氏，而是越来越分散，这是出口机会“姓氏均等化”的最直

接证据。为此，本文首先确定各年份每个“城市－行业”分组当中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最大的姓氏，然后

计算该姓氏在该“城市－行业”分组的出口企业当中占了多大比例。如图１所示，这一比例总体上是明

显下降的，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一段时间下降最快，但２００４年开始就保持稳定。

表１１　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的存量对增量的影响

（１） （２）

观测值选取 每个企业都作为观测值 每个城市－行业－姓氏组合仅保留一个观测值

犔．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
－０．１６５７５

（－１１．１０）

－０．１７５０５

（－１０．７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１０７０６ ２３００

　　注：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城市－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计算所得的ｔ值。

图１　犛狌狉狀犪犿犲＿犲狓狆狅狉狋值最大的姓氏在出口企业中所占的百分比

八、结论

出口外溢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话题，现有文献普遍强调出口外溢最重要的机制包括信息共享

和各种出口费用的共同分担（例如共享销售渠道、推广渠道、配送渠道等）。信息共享和费用分担的

前提是双方具有一定的信任，在中国这通常意味着双方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企业家关系网络是出

口外溢得以发生的重要载体。研究企业家关系网络的困难在于，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很难观测，内生

性问题也很严重。本文选择闽南方言区（即福佬地区，跨越福建、广东、海南等省份）的姓氏网络作为研

究对象，有效避免了这两大问题。福佬地区之所以普遍存在超越血缘关系、覆盖范围广的姓氏网络，是

因为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泛化，生成了“合同式宗族”、同姓宗族联盟、宗亲会等组织形态。这是

明代“倭寇之乱”、清代“迁海复界”以及清代以来跨海移民的产物，与福佬族群的“海洋性”有密切关系。

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闽南语城市的私人控股企业为样本，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检验“同姓”

—７８—

赵子乐等：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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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即企业负责人姓氏相同）当中出口企业占比对本企业出口概率的影响，以此刻画姓氏网络的出

口外溢效应。在控制了区域共通性、行业共通性以及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本文发现企业出口的概率

会随着同姓企业当中出口企业占比的提升而提升，表明出口外溢确实会通过姓氏网络发生。稳健性

检验改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固定效应面板ｌｏｇｉ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论保持不变。安

慰剂检验表明异姓之间并不存在出口外溢；在国有或外资控股企业样本当中，甚至同姓之间也不存

在出口外溢。基于多支派大姓的分析还排除了“同祖效应”，以上检验均增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从作用范围来看，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是在同一个行业大类里面不同小类之间发生，而非在有直接

竞争关系的行业小类内部发生；姓氏网络并不是在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县域层面发挥作用，而是

在城市层面这样大的范围发挥作用，属于“超越熟人社会的网络”；主要在缺乏出口经验的企业、小企

业、出口不太普遍的行业发挥作用。最后，姓氏网络并未造成不同姓氏之间的出口机会越来越不均

等，早期阶段出口较少的姓氏，其出口企业占比会在后期上升较快，形成“后发优势”。

国际贸易主流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强调，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有能力支付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

获取信息以及建立海外销售渠道等成本）实现出口，贸易开放的过程是高生产率企业扩张市场，挤出

低生产率企业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本文揭示了现有理论没有考虑的一种可能性，即在

“人情社会”背景下，恰好拥有合适“关系”的企业更容易降低出口固定成本，因此，贸易开放的过程也

可能是“有关系”的企业挤出“没关系”的企业的过程，这未必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从这个角度

讲，应该强化政府部门、外贸协会、行业协会等在提供出口信息以及搭建贸易平台等方面的功能，培

育对外贸易服务产业，使得企业可以普遍性地降低出口固定成本，降低企业家对私人关系的依赖程

度，让对外贸易更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本文的一个明显不足在于，由于数据的限制，未能

验证信息分享和费用分担这两个可能的影响渠道①，这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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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９－５３４．

Ｐｅｎｇ，Ｙ．（２００４），“Ｋｉｎｓｈｉ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

狅犾狅犵狔１０９（５）：１０４５－１０７４．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Ｊ．＆Ｊ．Ｒ．Ｔｙｂｏｕｔ（１９９７），犠犺犪狋犕犪犽犲狊犈狓狆狅狉狋狊犅狅狅犿？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Ｔａ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Ｗｈａｔｓｉｎａｎａｍ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ｓｕｒｎａｍｅｓ”，Ｊ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犈狓狆狅狉狋犛狆犻犾犾狅狏犲狉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犛狌狉狀犪犿犲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犳狅狉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

ＺＨＡＯＺｉｌｅ１　ＬＩＮＪｉａｎｈａｏ
２
　ＺＨＵＹｕａｎｂｉｎｇ

１

（Ｊ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２．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ｓｔ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ｍｓ

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ｓ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ｒ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Ｈｏｋｋｉｅｎ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Ｈａｉｎａｎ，ｈｉｇｈ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ｋｉｎｌｅｓｓｓｕｒｎａｍ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ｕｓ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ｋｋｉｅ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ｓｏｕｒｓ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ｆｉｒ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ｒｎａｍｅ”（ｉ．ｅ．ｔｈｅｓｕｒ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ｒｎａｍ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ｅｔ

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ＩＶ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ｈｅｃｋｓａｒｅｄ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ｍ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ｅｓｔｓｆｉｎｄｎｏｅｘ

ｐｏｒ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ｎａｍｅｓ”，ｏｒａｍｏ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ｄｆｉｒ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ｏｃｃｕｒ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ｕｒ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ｗｏ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ｏｕｒ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ｆｉｒｍｓ．Ｓｕｒｎａｍ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ａｔ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ｏｆｗｈｉｃｈ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ｒｏｎｇ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ｌｙ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

ｆｉｒｍ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ｒｎａｍｅ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ｏｋｋｉｅｎ；Ｓｕｒｎａｍｅ；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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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乐等：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